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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論轉變藝術的文本化過程 

富世平 ∗ 

一 

敦煌變文本身具有口頭性特點，並且可以想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轉

變」作為一種說唱藝術，主要流布於人們的唇齒之間
1
。但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能

知道轉變這種藝術，卻完全得益於敦煌遺書中的相關寫卷，得益於轉變藝術的文

本化形態——變文。因此，儘管我們說變文是一種深深植根於口頭傳統的口頭性

文學，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們面對的這些作品，在形式上已經定型而具有了文

本的面貌。」
2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種流動的活的口頭文學走向書面化定型

化的呢？或者說，是什麼原因使這種原本口頭創編、現場說唱的藝術具有了書寫

的形態呢？  

二 

口頭說唱的轉變藝術，具有了文本化的形態——變文。其文本化的原因，主

要是：一、門徒弟子或者好事者的記錄。作為一種口頭藝術，師徒之間的口頭傳

承是這種藝術得以不斷延續並且發揚光大的最重要的方式。但是，轉變藝術的創

編者和一般口傳文學的創編者，卻不盡相同。一般口傳文學的創編者，大多都是

一些不識字的藝人。荷馬相傳就是一位盲人歌手，中國古代也有「瞽瞍傳詩」的

記載。現代田野調查證明，在口頭文學比較發達的地區，文字往往不太普及。尤

其一些出色的民間藝人，能說唱好多故事，但大多都是不識字的文盲。即使認識

 
* 上海師範大學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1 先有口頭表演性質的轉變藝術，然後才有變文作品。變文是「變」這種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

文本化形態。詳參富世平〈變文與變曲的關係考論——「變文」之「變」的淵源探討〉，《文學遺

產》2004 年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37-42。 
2 （美）約翰‧邁爾斯‧弗里，朝戈金譯《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0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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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字，他說唱的故事和本領也不會通過書面的方式學習。民間口頭文學從學

習創編的技法到現場正式的創編，從說唱的語言到說唱的故事主題，都是通過口

頭的方式進行的，完全是一種口頭傳統的產物。但是轉變藝術的表演者卻不盡

然。他們雖然也是通過口頭的方式現場創編，自然肯定受到口頭說唱傳統的影

響，但是他們的口頭創編，並不完全來自於口頭傳統，或者說和一般的民間口頭

文學作品的口頭傳統並不完全相同。 

根據《高僧傳》等文獻的記載，優秀宣導僧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博」。因此，

他們不僅僅識字，而且往往對於內外經典都非常熟悉。因為早期唱導、轉變藝術

的創編者，更主要地是一些富有說唱天賦的高僧，因此，他們的知識儲備——不

僅有說唱中的重要素材，還有說唱的重要部件（一些相對固定的說唱程式），不

僅有來自口頭傳承的積累，還會通過書面的經典的學習來掌握。他們諷誦了大量

的內外經典，在說唱的過程中，往往能夠信手拈來，旁徵博引，這些材料也會轉

換為他們說唱的程式化部件。 

李福清在論述《伍子胥變文》時說：「歷史故事的《伍子胥變文》與佛經變

文相類似，是以書寫著作為根據，是原以民間文學為基礎創作的書寫作品重新又

轉化為口頭創作的現象。」
3
對於大多數敦煌變文作品來說，這種觀點都是適用

的。佛經題材的變文作品，根據書面的佛教經典「宣唱法理，開導眾心」，從而

由書面走向口頭。所以說，「是以書寫著作為根據，是原以民間文學為基礎創作

的書寫作品重新又轉化為口頭創作的現象」；其他題材的變文作品，比如《孟姜

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等等，無論歷史故事還是

民間傳說，幾乎都具有這樣的傳承過程：它們都不僅在民間廣為傳唱，而且都進

入了文人的視野，記錄在了文人的作品之中。早期的轉變藝人，作為「聲辯才博」

者，不僅熟悉說唱傳統，對於相關的文獻資料也非常熟悉。他們的說唱，自然不

僅繼承了民間的說唱傳統，文人加工記錄的書面作品也會對其說唱活動有或大或

小的影響。 

作為有較為深厚的知識傳統的說唱者，因為對於書面資料非常熟悉，這些書

面作品本身又是曾經在民間被口頭說唱的故事的轉錄，具有一定的口頭背景，因

此，他們的說唱或者是在民間口頭說唱傳統中，吸收一些書面文學的營養；或者

 
3 李福清，尹錫康、田大畏譯《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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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於民間口頭說唱傳統，對書寫作品進行口頭演繹，使其重新走向口頭。書

面作品或者給他們提供了說唱故事的基本骨架，或者給他們提供了說唱中的一些

主題、語言，他們在說唱的過程中會直接搬用或者經過口語化之後化用。說唱中

的這種特點，對於說唱的口頭性雖然沒有根本性的影響，但對於其文本化，則是

有一定促進作用的。可以說，這是一種並不十分純粹的口頭說唱，它們介於口頭

和書面之間，是一種具有中間性質的過渡形態，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口頭性與

書面性合流的特點。一些書寫作品重新回歸口頭，這不僅給變文作品染上了一定

的書面色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轉變藝術的文本化進程。 

這種口頭性與書面性的融合的性質，更容易使它們具有文本化趨勢。因為他

們學習說唱，不僅僅通過口頭的方式。那麼再傳弟子，自然也會記錄師傅的說唱，

作為學習、揣摩的對象。 

淵源於佛教講經活動的說唱活動，由於特殊性質，無論對於說唱者還是對於

一些聽眾，都不僅僅只是一種娛樂，更為根本的目的是宣講和接受佛理。因此如

同老師講課一樣，學生自然要作筆記，這是古往今來一貫的傳統。比如《論語》，

就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皆聞於夫子之語也。」（《漢書‧藝文

志》）通俗點說，就是學生記錄的老師講課筆記的整理本。《高僧傳‧晉長安鳩摩

羅什》有云：「初沙門僧睿，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
4
可見僧睿就曾記錄過鳩

摩羅什口頭傳教的內容
5
。不僅受業弟子要記，私淑弟子也記。一些精彩的說唱

記錄，自然會流傳得更為久遠。一些人的記錄是為了領悟法理，但也有一些人則

更為看重說唱的法式；一些人領悟之後活學活用，另外一些人則只能邯鄲學步；

有的記錄提綱挈領，記其要者；有的記錄則動輒必書，有聞必錄。這樣的結果，

自然會出現詳略不同的文本面貌。較為詳細者，便具有了脫離說唱語境而成為純

粹案頭閱讀的本子的可能。而這些記錄本在不斷地流傳的過程中，自然還少不了

一些閱讀者、抄寫者的加工整理。 

文本化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的原因，就是因為部分說唱者的「預撰」，或者

說部分文本就是說唱者在說唱之前寫出的底本。因為「臨時捷辯」並非能夠為人
 

4 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3。 
5  陳寅恪先生認為「《賢愚經》者，本當時曇學等八僧聽講之筆記，今檢其內容，乃一雜集印度

故事之書，以此推之，可知當日中央亞細亞說經，例引故事以闡經義。此風蓋導源於天竺，後漸

及於東方。」《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92。可見弟子記錄老師

的講經說法，也是佛經文本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敦煌遺書中的講經文，自然也有聽講者的記錄，

成口述記錄體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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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具備，因此，一些說唱者在說唱故事前寫出要說唱的故事，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這些說唱者之中，由於每一個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喜好也不一樣，他們預撰

的底本自然不會完全一樣。有的底本只是說唱時的提綱，粗具輪廓；有的底本則

盡可能詳細，生怕有什麼遺漏。既然是說唱底本，並不是直接供大家閱讀，說唱

者唯一考慮的因素自然只是自己的方便，哪些方面需要詳盡寫出，哪些方面可以

略而不提，只會根據自己說唱時的需要。因此，這些底本也便表現出一種詳略不

同的面貌和詳略不同的側重，在轉變的過程中，使用這樣的預製的底本，並不會

徹底改變轉變藝術的口頭屬性，但這種預製確實使轉變藝術有了文本化的形態，

也是不爭的事實。 

基於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轉變這種口頭藝術出現了文本化的形態。除此之

外，還有好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對於這種藝術文本化的出現或文本的發展，也有

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較為具體地分析促進轉變藝術文本化進程的其他一

些因素。 

三 

轉變藝術文本化形態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這種口頭藝術打破了時間和

空間的局限，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藝術的發展。同時，這種書面形態的文本在傳播

的過程中，不斷得到潤飾和補充，逐漸具備了案頭閱讀的條件。 

無論僧俗世界，抄寫佛教經典都是祈福禳災的重要手段，這在敦煌寫經卷子

的題記中處處可見。如 S.53 號寫卷《佛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題記：「□

壽妻為身染患敬寫此經。」可見此卷經文的抄寫目的，就是為了禳災治病；S.2992

《觀世音經》題記為：「女人賀三娘□落異鄉，願平安。申年五月廿三日寫。」

抄寫這一卷經文的目的，就是祈求保佑家人平安；S.2981「金光明經卷第一至第

四」題記為：「右以上寫經功德，並同莊嚴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太受府軍，伺

命伺錄，天曹地府，土府水官，行莊鬼王，並役使府君諸（下缺）。發心功德李

順子、張瀛寫。」從這一題記中，不僅可以看出抄寫經文的目的，而且可以瞭解

普通民眾信仰中釋道雜糅的特點，只要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都會成為他們供養

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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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1 卷《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四  小品》題記為：「菩薩戒弟子張洪元敬

寫流通供養」，「流通供養」也是抄寫經文的重要目的。講經文和一些佛教題材的

變文作品寫卷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類似的題記，對於變文作品的這種性質、用

途的認識，自然也會促進轉變的文本化進程。因為出於精神和現實的情況有抄寫

這些作品的需要，自然會有人把這種口頭說唱的藝術轉換成文字的形式——也許

在轉換者本人來說，這種轉換記錄的過程，也是積攢功德的過程，這為他們積極

從事這種活動提供了更大的精神動力。在純粹的喜好之外，增添了實用的目的。

而這種性質的抄寫尤其對於相同抄本的大量出現，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

敦煌卷子中，有關目蓮救母故事的變文作品有十多個寫卷，不僅僅說明瞭這一故

事的廣泛影響，和人們對於抄寫經文的這種認識自然也不無關係。 

敦煌遺書P.2721 卷《新集孝經十八章》中有云：「新歌舊曲遍州鄉，未聞典

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自注，詞中句句

有龍光。」楊義先生指出：此詩「透露了此前未曾聽聞的『典籍入歌場』的消息。

可以說，典籍（尤其是佛教典籍）的歌場化或半歌場化，乃是變文脫離以往講經

文附屬佛事而成為獨立文體的一個標誌。」
6
而歌場化的出現，實際上表明這種

說唱具有了商業的性質。唐薛昭蘊《幻影傳》中有這樣的記載：「虞部郎中陸紹，

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永寺。眾鄰僧偕李秀才來，寺僧詆為不逞之徒。曰：『望酒

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所謂「變場」，就是表演轉變藝術的地方。時人

把「酒旗」與「變場」相提並論，除了說明出入於這些場合的人都是不「佳者」

之外，是否也透露出「變場」和「酒旗」處一樣，具有某種商業的意味呢？P.3500

卷抄寫有一篇歌頌「太保」的作品，其中云：「優償（賞）但知與一疋錦，令某

乙作個出入衣。」可知馬屁並不是白拍的。歌頌是假，討要封賞才是真正的目的。

敦煌寫卷中的《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目的恐怕與這篇歌頌「太保」的

作品一樣，並不會是出於無私的目的發自內心地歌頌領袖，獲取一定的封賞才是

真正的用意所在。由此也可以看出轉變藝術商業化的色彩。《長興四年中興殿應

聖節講經文》從內容來看，極盡奉承之能事。其中云：「師號紫衣恩賜與，總交

（教）將向本鄉誇。」可見其講經，也並非完全出於弘揚佛法的目的，獲取一定

的好處才是關鍵。《舊唐書‧王縉傳》中說代宗朝的宰相王縉「給中書符牒，令

（五）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還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6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楊義文存》卷 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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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俗講「徒以悅俗邀佈施而已」的論述，都可以看出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這種藝術走向商業化的特點。這種歌場化或者半歌場化的商業性質的演出，對於

轉變藝術的文本化，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書寫文本的出現，對於這種藝術的

商業化也是一個促進。兩者相互作用，進一步促進這種藝術的商業化和文本化進

程。那麼，具體就文本化而言，商業化是怎樣促進文本化的進程的呢？ 

轉變藝術的說唱者，最初本來是一些非常具有天賦的人。或者為了宣講教

義，或者僅僅源於與生俱來的愛好，因此，這種藝術在發展之初的很長一個階段，

應當是處於一種原生的自然狀態。隨著影響的漸漸擴大，尤其是因為較大規模的

講經活動，這種藝術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和發展，吸引了大批的聽眾，小範圍自

發的聚眾講說為有組織的說唱故事所代替。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這種藝術本身

的漸次成熟，說唱故事不僅僅是業餘的愛好和娛樂，而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事

情。說唱故事由附庸走向獨立，由業餘活動轉變成為一種職業表演，越來越多的

人便投身這種活動，成為一種職業的說唱藝人，比如「蜀女」，比如「蠻妓」。此

後作為一種職業、一種謀生的手段，一些沒有天賦或者天賦不夠的人也開始從事

轉變藝術，但他們缺少自己現場創編的能力，比如奉命「講說」的五臺山眾僧中

肯定有好多就不具備這種能力，但迫於生計，自然也只能抄寫和記誦一些現成的

本子，依賴這些現成的「本子」，照本宣科，「以求貨利」，從而養家糊口。這是

轉變藝術文本化的重要原因。 

唐末詩人吉師老有詩《看蜀女轉昭君變》，蜀女之所以轉昭君變，顯然是生

活的需要，「轉變」是她的一種謀生的手段。王建《觀蠻妓》詩中也說：「欲說昭

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誰家年少春風裏，拋與金錢唱好多。」更是清楚地

表明瞭「轉變」的歌場化特點和商業演出的性質。「轉變」完全變成了一種賺錢

的技藝，這些見之於詩人筆觸的轉變藝人，應該是當時轉變藝人中的佼佼者。在

她們身後，還有大量的未見之於文獻記載的職業藝人，雖然也不乏出色者，但可

以肯定的是平庸者更多，因為任何藝術一旦成為一種人們從事的職業，尤其是作

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藝術家就難免淪落為匠人。藝術家是創作，自然進行現場創

編；匠人則只能拾人牙慧，自然離不開現成的本子。佼佼者尚能繼承這種藝術的

精髓；平庸者只能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現成的本子就是他們救命的最後一根

稻草。可以說，這些人既促進了轉變的文本化，文本化形態也衍生出了更多的「匠

人」。「印刷文本倒流回民間，或是手抄本在藝人中間流傳的情形，中外皆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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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倒流通常會產生兩個結果：出現一些專門以復述印刷文本或抄本為業的藝

人；或是將文本吸收裁改，從而創作出新故事的藝人。這兩類藝人之間有著本質

的區別，前者從嚴格意義上說，只是表演者。而後者才是傳統意義上的史詩

藝人。」
7
這裏雖然針對的是口傳史詩，但對於我們研究的變文而言，也應該是

完全適用的。 

文本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每一次表演中的創作，都有在

流布的過程中逐漸減弱變異的可能性，從而形成一種相對定型的故事主題、結

構、情節，進而形成相對一致的敍述語言。當然，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說唱過程

中的創作過程也一起停頓。但在這種逐漸定型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出現一家足

以使其他諸家銷聲匿跡的出色的說唱時，難免會出現「整齊百家雜語」式的文本，

促使這一轉變故事由口頭走向書面，然後又在這種書面作品的影響下，由書面重

新走向口頭，在這種過程中，自然也會出現一些書寫的文本。  

雖然說正統階層對於轉變伎藝基本上持否定和輕視的態度，但並不妨礙他們

喜愛這種藝術。唐代郭湜《高力士外傳》中有這樣的記載：「每日上皇與高公親

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

「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可以代表文士正統階層對於轉變藝術等民間文藝

較為普遍的看法。白居易、張祜、韓愈、王建、吉師老等人或者以之作為戲謔的

對象，或者把與之相關的人或事寫入詩中，儘管不無正統文人的輕視態度，但也

反映出這種藝術曾經何等輝煌。不可否認，他們都是這種藝術的業餘愛好者，對

於變文的作者們來說，能夠使「聖情」愉悅，能夠得到大文人輕視之後的青睞，

也是莫大的鼓舞。文人或半文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朽的思想，粗通文墨的說

唱藝人自然也不例外。詩歌散文是文人雅士們「不朽之盛事」，「變文」則是民間

粗通文墨的藝人們的「不朽之盛事」。把受時空局限的「轉變」以白紙黑字的方

式固定下來，既是他們力圖不朽的表現，也應是變文文本化的部分原因。 

在敦煌遺書中，還保存有歌頌敦煌地區歸義軍首領張議潮、張淮深的變文作

品。雖然是歌功頌德的應景之作，但能夠把他們作為其中主要的角色，以「轉變」

這種藝術方式出之，說明這種藝術形式已經得到了地方最高長官的首肯。而我們

之所以能夠知道所謂變文，能夠讀到變文作品，也是得益於敦煌遺書。這些事實

 
7 朝戈金〈口傳史詩的田野作業問題——南斯拉夫和蒙古史詩田野作業評述〉，《民族文學研究》

1999 年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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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表明，在這種藝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這種藝術形式

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得到了特定社會由上而下、從僧到俗各個階層的喜愛。在這

樣的文化土壤中，至少可以說在敦煌地區變文的地位還是相對較高的。這種狀況

自然會促進「轉變」在說唱之外以更多的方式流行，文本化自然成了重要的途徑。

同時，由於這種藝術較為普及，一些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在聽之外，會按照他們

更為習慣的方式，把這種說唱記錄下來，因而也會出現一種書面性的文本。 

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記錄這種說唱藝術提供了較為有力的物質保障。記錄

孔子言行的《論語》，肯定不會是孔子講課的實錄。書之於竹帛，自然要使語言

盡可能簡練，我們不可忽視這種載體對於文體形態的影響。而經濟的發展，物質

的豐富，使得大規模抄寫成為可能。相比較而言，在文學作品中，敦煌變文作品

的篇幅是比較長的。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很少有能和變文相比擬者，比如在敦

煌遺書中發現的《維摩詰經講經文》，凡八卷七種。但所演繹的經文，只約占整

個經文的三分之一。
8
由此可以想像整個講經文卷帙之浩瀚，其抄寫需要耗費大

量的人力物力，沒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斷不可能。其它如《伍子胥變文》等，

篇幅雖然不能和《維摩詰經講經文》相提並論，但也非其他的文學作品所比。如

果說，《維摩詰經講經文》等的抄寫，得益於宗教的力量，因為抄寫經文可以積

攢功德，因此富有者不惜重金抄寫經文（其中包括了一些宗教題材的變文作品），

貧窮者傾其所有也要換得一生的平安、來生的幸福，就如同祥林嫂拼了老命也要

捐一個供千人踩，萬人踏的門檻一樣。但諸如《伍子胥變文》之類的世俗題材的

變文作品，抄寫沒有了作為精神支柱的宗教力量，就完全變成了生活「有餘力」

之後的行為，如果不是社會物質文化較以前有較大的發展，怎麼會出現這種較大

規模地抄寫俗文學作品的現象呢？ 

在中古時期，佛教寺院兼有民間學苑的性質，為文化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貢

獻。張弓在《漢唐佛寺文化史》中指出，「唐德宗貞元三年（787）正月，右補闕

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鄉學。』這一奏言未被採納。但它透

漏出唐代的地方佛寺，可能具有輔助民間教育的職能。敦煌寫本資料具體展示唐

五代的州縣，官學與寺學並存的情景。」
9
釋門助學，由於對於文人的生活和思

想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對於中古文學文化的深刻影響雖然學術界已經作了一

 
8 詳參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5 月，頁 771。 
9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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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但還需要深入探討。具體就我們這裏所說的轉變藝術的文本化問題來

說，就是培養了大批的與變文抄錄有關的「識字文人」。 

《王陵變》中，項羽被王陵斫營之後，命令手下清點損失，變文中是這樣講

的：「楚王曰：在夜甚人斫營？與寡人領將一百識字文人，抄錄將來！」看似平

常的句子，在我們仔細想想之後就會覺得並不尋常。按常理，「抄錄將來」肯定

得「識字文人」，「領將一百識字文人抄錄將來」豈不顯得十分煩瑣累贅？對此，

也許有人會歸之於民間口頭文學的不夠嚴謹精細，但我認為民間口頭文學和作家

作品相比較即使有「缺陷」，有不夠嚴謹精細的地方，也主要表現在意義表達的

前後不太一致等方面。一句話的表述，則以順口為基本的要求和特點。這種有點

拗口的煩瑣並不是口頭語言表述的常態。如果不是有意為之，為什麼會打破口頭

語言的這種表達習慣呢？因此我更傾向於認為其中包含著重要的文化資訊。在這

裏，「識字文人」顯然得到了特別的強調，隱約地表明在說唱活動中，「識字文人」

似乎得到了說唱者與聽眾雙方的尊崇。「識字文人」為什麼會被特別加以突出呢？

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生活的階層中實在是太少了，「識字」並

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只有這樣，才有即使略顯累贅也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必

要。把「識字」竟然和「文人」相提並論，「文人」的標準被如此降低，也確實

只能是不識字的人的作為。在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的社會，「識字」也便成了難

得一見的「文人」，生活在口頭說唱傳統中的人們，大多是不識字的人。「抄錄」 

肯定要識字，但對於在說唱活動中完全投身於其中的聽眾而言，在聽的過程之

中，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進入角色，成為其中的一員，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

即使沒有完全進入其中，也會以己度之。如果在此時不特別加以強調，他們自然

會在腦海中冒出這樣的念頭：「不識字怎麼抄啊？」說唱者是十分熟悉聽眾的情

況的
10

，自然會解除他們心目中的謎團。作為一種民間的口頭文學，得不到真正

的文人的重視，「抄錄」中「識字文人」就顯得特別重要，他們文化程度不高，

雖然有時也作一首歪詩
11

，但和民間的順口溜大同小異；生活在這種說唱傳統，

對這種藝術非常熟悉，很有可能還是熱心的聽眾，有天賦者還會成為這種藝術的

創作者，有意無意地抄錄或創編一些變文作品，就成了他們給我們留下的巨大財

 
10 也許在此前的說唱活動中就有聽眾提出過類似的困惑。 
11 比如見之於敦煌寫卷的一些學郎詩。雖然我們今天看來也很有價值，但在正統文人眼中，無疑

是不入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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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這些「識字文人」，尤其是與變文抄錄有關的「識字文人」，與中古時期的

寺廟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敦煌寺學的學生，有學士郎、學郎、學士、學生等諸多稱謂。他們是當時社

會上一個較為特殊的階層。可以說，他們就是真正的所謂「識字文人」。他們識

字，但並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只能說是粗通文墨而已；他們處於僧俗之間，正

統僧人所鄙視的俗講轉變，正如同他們的處境一樣，自然會成為他們的最愛，至

少在文人中他們是不會輕視轉變藝術的一群。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是最理想的俗

文學的抄錄者。敦煌寫卷根據題記，明確為學士郎抄寫的就有五十九卷，
12

而實

際的抄寫卷數肯定要多得多。在這五十九卷中，俗文學和蒙書類寫卷占了很大一

部分，也在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實際。可以說，寺院教育不僅培養了較多的「識

字文人」，而且直接形成了寺院中的學士郎這一特殊階層。他們對於轉變藝術的

文本化，對於文本的抄寫都有較大的貢獻。我們不能否認會有這樣的情況存在：

這就是因為生活在這種口頭傳統中的人們都極為熟悉一些說唱故事，因此一些

「識字文人」，在抄寫或者讀書的閒暇，也會有意無意地記下一些他們心中的故

事。敦煌遺書中，有的變文寫卷較為完整，但有的寫卷則帶有明顯的隨意性質。

它們既可以說是抄手對於原來寫本的有意無意節錄，也可以說就是抄手在抄寫或

學習之餘興之所至的隨意記錄。這也是我們探討變文文本化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

要因素。 

四 

因為缺少直接的證據，上述有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僅僅只是一種臆測，也多

是從對這種藝術的有意識地記錄這個角度上來說的。但是轉變本為一種口頭藝術

是不可否認的；我們現在見到的卻是它的文本化形態，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

此，在這之間肯定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文本化過程。上述探討雖然難免臆測，但也

絕非郢書燕說。 

轉變藝術的文本化發展，對於轉變藝術本身也有消極的影響。作為一種民間

 
12 根據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中的統計。張弓根據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見《敦煌學

輯刊》1987 年第 1 期，1987 年 6 月，頁 26-40。和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

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 3 月。中的收錄，列表作了整理。參見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

頁 97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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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它的生命就在於流動之中，它的創作具有流動性特點，「一般說來，講述

人所講的口頭作品，都是經過多次流傳的作品，他聽來、學來，現在重新講給新

的聽眾，這本身就是一次對作品的再創作、再加工。……民間文學創作的動態特

點首先表現在：這種再創作的過程和講述人演述的過程是同一的。這一過程直接

呈現在聽眾面前，這也是我們通常說的即興特點。民間文學創作的動態特點的另

一個表現是：一篇民間文學作品的任何一次講述，都是它豐富多彩的生命的一個

瞬間。民間文學作品一直處在不停地發展變化當中。」
13 

「易變性恰恰是口頭

傳統詩歌的生命。這種易變性存在的條件是在歌手和傳統之間沒有固定本文的幹

預；一旦一次演唱成為特指的歌，那麼多元的傳統文化源泉就會被切斷。」
14

變文的文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隔斷了這種口頭藝術與口頭傳統的聯繫，使這種藝

術走向定型甚至僵化。而在那時，文人地位相對較高，還有更為適合他們抒情言

志的工具，這種藝術形式在脫離說唱傳統走向文本化之後作為一種書面的文學因

為尚得不到文人的重視而不能在藝術上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因此，這種文本化

的藝術就逐漸走向被上下階層都輕視的狀態。這也應該是這種藝術走向衰落，被

其他藝術形式所代替的原因之一。學術界對於變文的消亡，有較為詳細的探討。

其實，說變文的消亡，本身就是不太合適的。文本化的變文只是我們今天能夠看

到的轉變藝術的一種表現形態。在文本化形態之外，口頭的轉變藝術仍然在繼續

發展。「民間故事，不論誰講，常不是定型的，它每時每刻都在不短地變化著、

豐富著，同一個人講故事，此時此地對此人講和彼時彼地對彼人講，講法總不盡

相同。每次我們聽到的都不過是一個故事豐富多彩的生活歷史的一個瞬間。」
15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變文，只是代表了特定階段轉變藝術的部分面貌。即使這樣，

我們所見到的變文在形態上也並不完全一致，到後來，這種藝術則發展和演變為

其他的藝術形態，說話、彈詞等藝術形式，都與它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轉變的口頭性特徵不容否認，而它的文本化過程非常複雜，還值得我們花更

大的時間和精力去繼續探討。作為一種口頭性藝術的文本化形態，變文自然具有

一系列口頭性特徵。可以說，民間口頭文學的各種特徵，在它的身上都有一定程

 
13 劉魁立《文學和民間文學》，《劉魁立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85。 
14 尹虎彬〈口頭詩學關於歌的概念——以《奧德賽》的多重故事結構為例〉，《民族文學研究》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 4 月，頁 83-87。 
15 劉魁立《再談民間文學搜集工作》，《劉魁立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

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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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反映。並且可以想像，雖然我們得以知曉轉變藝術得益於這種藝術的文本化

形態，但在當時，因為這種藝術尚處於鼎盛時期，口頭說唱肯定還是最主要的傳

承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文本化形態，因為並非全部用於案頭閱讀，並非

都是說唱過程的實錄，因此自然會具有各種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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